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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湘君、湘夫人形象演化及其文化意蕴①

赵逵夫，杨潇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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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秦汉时期，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景下，二湘的身份被确立为尧女舜妻、儒家圣母；魏晋以后，人们
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二湘，淡化了其圣母的形象，从而使二湘的形象向先秦时代的“哀怨悲伤、柔情万种”复归。湘

君、湘夫人形象演化的过程体现了政治、文化对文学形象造成的影响，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统领与地方文化对

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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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一直是《楚辞·九歌》研究中的热点；二湘的身份、形象问题也几乎是每一位楚辞

研究者都要论及的。二湘的原始形象是怎样的？他们与舜究竟是何关系？这些问题，前人谈得不少，现

当代学者如姜亮夫、周勋初、汤漳平、张元勋等先生也都对这几个问题有所论述，然而各有各的理解，没

有达成完全统一的看法。究其原因，或许是因为这些研究将目光锁定在作品上，作品文约义丰，理解难

免不同；他们中有的用发展的眼光来讨论舜与二湘神话结合的过程，但是对二湘原始形象的理解却又难

以使人信服，研究的前提存在问题。因此，我们设想，如果将湘君湘夫人的形象放到传统文化变迁的历

史背景下来解读，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，从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形象的演变及这背后的原因。

故本文集中讨论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湘君湘夫人的原始形象；第二，二湘在汉代崇儒尊孔思想背景下的形

象，第三，二者形象在魏晋以后的解构。

１　先秦时期：沅湘一带的地方神灵
现在所能看到的明确关于湘君、湘夫人的记述最早见于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。东汉王逸《楚辞章

① 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４－１０－２７
作者简介：赵逵夫（１９４２－），男，甘肃西和人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文献学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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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》卷二云：“《九歌者》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国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俗信鬼而好祀，其祠必作歌乐鼓

舞，以乐诸神。屈原放逐窜伏其域，怀忧苦毒，愁思怫郁，出见俗人祭祀之礼，歌舞之乐，其词鄙陋，因作

《九歌》之曲，上陈事神之敬，下以见已之冤结，托之以风谏。”［１］５５所以，直至上世纪末，学者们认为《九

歌》中东皇太一、湘君、湘夫人、大司命、少司命、东君、河伯、山鬼等都是楚国南部沅湘一带民间祭祀的

神灵，于此，二湘原来是地方神灵的说法似可不必再论。

但是，近些年来，有几位学者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证明了《九歌》乃宫廷乐舞，并非屈原在沅湘一带所

创作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，湖北省考古单位公布了江陵望山一号楚墓［２］２２９－２３６和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

土的竹简内容［３］，两处竹简中所记楚人的祭祀神灵有：太、司命、司祸、大水、云君等。１９８７年发掘的荆
门二号楚墓中也出土了一批竹简，其中所记神癨名除已见前二处出土竹简所载司命、司祸、大水之外，还

有二天子和危山等。刘信芳［４］、汤漳平［５］１１１－１３７等先生先后出版作品谈这些简文中反映的战国时楚人所

奉神癨名与《九歌》各篇之关系，同时联系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所载相关神癨，认为其对应关系如表１（其
看法不同者按汤漳平说，另注明刘信芳之说）。

表１　屈原《九歌》与出土文献、《封禅书》所见神灵对照表

楚墓竹简 《九歌》
《封禅书》

神名 祠名

太、蚀太 东皇太一 五帝（太一）

日 月 东君 东君

云君 云中君① 云中君

司命 大司命 司命（晋巫祠）

司祸 少司命 司命（荆巫祠）

二天子 湘君、湘夫人 湘山祠

大水② 河伯 河祠

高丘、下丘、危山 山鬼 南山

殇 国殇 秦中殇

这几座墓葬都是战国末年楚国贵族墓葬，时间大体与屈原同时而稍早，所以学者们认为它反映了楚

国朝廷祭祀的情况，进而得出《九歌》“是一套以祭祀歌舞演变而来的宫廷歌舞”［５］１２１的结论。我们认

为，刘信芳、汤漳平等先生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只是有以偏概全之嫌，他们照着前人解《九章》《九歌》

的方法，将它们都作为一个整体，认为是同一时间之作，其实，这样是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结论，也永远不

会有统一的看法的。

《九歌》中《东皇太一》表现出迎神、送神的欢娱场面，《东君》《云中君》《大司命》《河伯》都表现出

神灵的威严与不凡气概，《国殇》表现了激战中先烈牺牲的场面，这些应该都是宫廷祭祀歌舞词；《少司

命》《河伯》和《山鬼》中有一点情爱的意思，可以看作是最早产生于民间的痕迹，说它们是朝廷祭祀歌

曲，从内容和风格上来说是不会有大问题的。所以，《九歌》这９篇应是屈原早年在兰台任事时所作，其
篇数也与“九歌”之名相符。但是，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两篇作为一组，是一个演唱整体，表现了湘夫人、湘

君互为思念之情，则完全是民间性的：其中提到的水名、地名如沅、湘、洞庭、涔阳、醴（澧）、九嶷等，全是

当时楚人所谓“江南之野”的地方，所以，我们认为这两篇应是屈原被放江南之野（沅湘流域）时根据民

间祭祀歌舞而创作的［６］。汉代人整理编定屈原作品，以其性质相近，汇在一起统称为《九歌》。因此，王

逸说《九歌》是屈原放逐窜伏沅湘之间“见俗人祭祀之礼”而作，实则是根据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之篇而断

定的，同样是以偏概全。

既然二湘乃沅湘一带的民间传说，那么，他们的身份具体为何？我们认为，湘君是湘水男神，湘夫人

９５１

①

②

刘信芳认为《九歌》中的“云中君”乃楚墓中的“后土”。

刘信芳认为“大水”指天汉，《九歌》中河伯也指天汉；陈伟认为大水为淮河（见《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祗系统与享祭制

度》，《考古》，１９９９年第４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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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中的“帝之二女”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郭璞注：“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矣。”又

说：“帝女活动在澧、沅、江、湘一带……是在九江之间”，因有多条水流入洞庭，故又称“九江”，《楚地

记》：“岳之洞庭，荆之九江也”，那么，说帝女出没之地在“九江之间”，即是说在洞庭湖一带。帝之二女

处洞庭山为神，湘水的神（湘君）追求其中的一个（或民俗中又将帝之二女传为一人），因而称之为“湘夫

人”。再从文本内容考察，《湘夫人》篇中，湘君称湘夫人为“帝子”“公子”（先秦时“子”是兼指男女

的），同前引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中“洞庭之山……帝之二女居之”的说法也是一致。所以说，湘君是湘水

男神，湘夫人为“帝之二女”，这是二湘的原始身份。关于此种说法，明末清初的湖湘学者王夫之和近代

湖湘学者郭嵩焘也有过相同论述，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［７］１９１－２１６以及汤炳正、李大明、李诚、熊良志《楚

辞今注》［８］４８－５７也主此说。湘君为湘水神，湘夫人为天帝之女，这既于我国上古神话的渊薮《山海经》有

所根据，也与诗中反映的人物身份相合，在古代民俗方面，也有旁证［９］。

屈原结合沅湘一带的传说故事，为湘君、湘夫人谱写了一组曲折哀婉的恋歌。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两

篇内容相关联，祭湘君时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表现其思念之情，祭湘夫人时候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表现对

湘夫人的思念与追求。在《湘君》篇中，湘夫人“美要眇兮宜修”，她在洞庭湖水域追寻着湘君的踪迹，寻

而不见，心情从期待到失望：“横流涕兮潺盢，隐思君兮荾恻 ”，由失望而生责备：“交不忠兮怨长，期不

信兮告余以不闲 ”，由责备而产生怨恨之情，她“捐余”“遗余佩 ”，展现出对忠贞爱情的追求，让人联

想到后世“闻君有他心，拉杂摧烧之”（《汉乐府·有所思》）中的那位敢爱敢恨的女子。全诗为我们呈

现出一个窈窕动人、哀怨悲伤、大胆泼辣、为爱执着的湘夫人形象。这一形象后来在儒家尊崇尧舜思想

的影响下，被统治阶级文人附会为尧之二女、舜之二妃，一下变为封建礼教下淑女贤妃的化身。

２　秦汉时期：辅佐圣君的圣母形象
秦汉时期，湘君、湘夫人被附会为帝尧二女、帝舜二妃，进一步打上了品德高尚的标签，成为儒家女

德的典范。

最早记录湘君为尧帝之女、舜帝之妃的是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前２１９）
“浮江至湘山祠，逢大风，几不得渡。上问博士曰：‘湘君何神？’博士曰：‘闻之，尧女，舜之妻而葬此。’”

关于这条材料，学者们存在争议。张元勋先生认为，秦始皇与博士的问对其实与《九歌》的“二湘”

毫无关系，因为秦始皇既然不知道湘山祠里所供奉的是哪位神仙，就无法问“湘君”是何神，秦始皇所说

的“湘君”如同“湘神”一样，只是一个随便的代称，秦博士的回答也是道听途说，知焉不详［１０］６７－６９。那

么，对这条材料究竟应该如何看待？我们认为，第一，秦博士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湘君的原始形象的，前

文已说，湘君乃湘水男神，这里说湘君为舜二妃，显然是把湘夫人的原始身份套用到湘君身上进而附会

的结果①。第二，既然秦博士说“闻之”，证明在这之前已经有二湘是帝尧之女、帝舜之妻这种说法。秦

博士的这种说法确实也并非空穴来风，因为在《山海经》中已经有多条舜与湘水有关的记载：

《大荒经》：“赤水之东，有苍梧之野，舜与叔均之所葬也。”

《海内经》：“苍梧之山，帝舜葬于阳，帝丹朱葬于阴。”

《海内经》：“南方苍梧之丘，其中有九嶷山，舜之所葬，在长沙零陵界中。”

上引《山海经》中提到的苍梧之地、九嶷山正在零陵界内的湘水边，可见舜早就与湘水有着密切的

关系，且《尚书·尧典》中也提到尧帝将“二女”嫁给舜，以“观厥刑于二女”，这正与《山海经》中“帝之二

女”相似，在神话传说流传的过程中，人们将舜与二妃的故事嫁接到湘君湘夫人身上，这是极有可能的。

所以说，秦博士的话虽然不符合二湘的原始形象，但或者也反应了当时神话流传的情况。汤漳平先生在

解释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时，直接认为他们一个是舜，一个是二妃，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主观，毕竟作品

中没有直接出现能确认身份的信息。但是，屈原写诗时借鉴了舜与二妃的传说是有可能的，这一点，曹

０６１

① 本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只是讨论湘夫人的形象，但是历代文献中有许多将湘君混淆成湘夫人的情况，且本文所论述的几种形

象的产生是在这些说法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，故下文将湘君、湘夫人并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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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纲先生的看法比较中肯，他说，在理解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时，“既要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，

又不能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。”所以，我们推测，二湘与舜的关系或者在战国就有一些联系，而秦博士

在对秦始皇问时巧妙地借鉴了这些传说更是有目的的：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仍实行严厉的法家政治，并

对儒家学派进行严厉的打击与镇压，这引起了儒家学派官员的不满，所以在当秦始皇遇到风暴而被困阻

于洞庭湖时，儒家学派的官员在回答秦始皇的提问时，就乘机以帝尧之女帝舜之妃附会，称赞尧舜贤德，

意在劝阻秦始皇大规模巡游，虚耗天下的行为。

第三，这一条文献对塑造二湘儒家圣母形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，因为这的确是文献中第一次明确

将舜与二湘联系在一起。汉兴以后，秦博士的说法由于宣传了尧舜之道、反对暴政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

可。特别是汉武帝后，用董仲舒之议，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赞》）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

武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，所以湘君为帝尧之女，帝舜之妃的说法也就成

了唯一的解释。

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，就有必要使湘君、湘夫人的形象更符合儒家的理想。西汉后期刘向的《列女

传》第一篇即为《有虞二妃》，文曰：

有虞二妃者，帝尧之二女也。长娥皇，次女英。舜父顽母嚣，父号瞽瞍，弟曰象。……四岳

荐之于尧，尧乃妻以二女，以观厥内。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慢，犹

谦谦恭俭，思尽妇道。……尧试之百方，每事常谋于二女，舜既嗣位升为天子，娥皇为后，女英

为妃，封象于有庳，事瞽瞍犹若焉，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。舜陟方死于苍梧，号曰重华，二妃死

于江湘之间，俗谓之湘君。君子曰：二妃德纯而行笃。诗云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型之。”此之谓

也。颂曰：元始二妃。帝尧之女。嫔列有虞，承舜于下。以尊事卑，终能劳苦。瞽瞍和宁，卒享

福佑。

该传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取裁于《尚书·尧典》《孟子·梁惠王》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等书，而有关

娥皇、女英的事实则先秦以前无所据，系由刘向在圣君贤妃的思想指导下构建的大舜形象而设计出来

的。细读这个传记我们看到湘君具有以下几个品质：（１）相夫、孝父、睦族，不以天子之女而“骄盈怠
慢”，善于妥善处理家庭矛盾，符合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政治理想。（２）二妃和睦，以夫为纲，“思尽妇
道”，夫死于苍梧，则不远千里而南从之至江湘之间，以身殉夫。符合儒家关于妇德的说教。总之，在刘

向的笔下，湘君作为尧帝的二女，舜帝的二妃，她们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份，又辅助舜帝成功实现了

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，其孝感天地，德配圣君，实在堪称儒家圣母，足以母仪天下。

东汉以后，湘君湘夫人为尧女舜妻的说法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，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。据郦道

元《水经注》卷三十八记载，汉末荆州牧刘表为表彰二妃之德，曾在岳州黄陵庙：“刊石立碑，树之于庙，

以旌不朽之传。”而明代陈士元《江汉丛谈》记载黄陵庙：“汉荆州牧刘表建，以祀舜二妃之神，……以六

月六日致祭。”［１１］６８３荆州地方最高长官为二妃建庙、刻石立碑并规定祭祀日期，说明湘君、湘夫人作为舜

之二妃已经得到官府的支持与认可，上升到了政府祀典的高度。

由上文可知，湘君湘夫人为尧女舜妻的传说正式确立于秦博士对始皇问，由于西汉中期承孔子之说

祖述尧舜，刘向又通过写《列女传》更具体凸显了湘君、湘夫人这方面的形象，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儒家圣

母。因此，可以这样说，湘君、湘夫人儒家圣母的形象产生于秦，形成并流行于两汉，而这恰恰又与儒家

思想在秦汉时期曲折发展密切相关。

３　魏晋以后：哀怨悲伤形象的复归
随着汉王朝的瓦解，经学世界也分崩离析。魏晋时代，文学最终冲破经学的牢笼取得独立的地位，

在这样的语境之下，经学家们所塑造的湘君、湘夫人的儒家圣母形象就被文学家们彻底解构。文学家们

虽然仍认同汉代形成的尧女舜妻之说，然而对其形象的塑造却全然没有了圣母的影子，而是又复归到了

屈原《湘夫人》诗中的基调，所不同的是，原来湘夫人性格中热烈、泼辣的成分已经不再，而幽怨悲伤、柔

情似水的那部分被着重的刻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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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君湘夫人哀怨悲伤、柔情万种的形象是由三组场景共同构成的。第一组是“飞泪化竹”。这一场

景出自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。刘向的《有虞二妃》因为是塑造圣母，其描写较空洞，感情的表达也是十

分贫乏的。这样缺乏感人细节的空洞说教，是喜好品评人物与追求情节的魏晋南朝人所不能满足的，于

是有人开始虚构细节。著名的湘妃“飞泪化竹”就在这个时候出现。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八《史补》中

载：“尧之二女、舜之二妃，曰‘湘夫人’。舜崩，二妃啼，以涕挥竹，竹尽斑。”南朝任窻《述异记》中的描

述更加细致：“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，尧之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，相与恸哭，泪下沾竹，竹文上为

之斑斑然。”寥寥几句，已将湘君湘夫人哀怨悲伤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了。由于作者用这样一种不符

合常理的情节，成功地塑造了哀怨悲伤的湘君湘夫人形象，隋唐以后，以斑竹写悲情的诗篇便纷纷出笼。

如唐蒋防《湘妃泣竹赋》曰：“帝舜兮南巡不回，二妃兮心伤已摧；泪浪浪而堕睫，竹冉冉而凝苔。”刘长卿

《酬端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见寄一绝》：“夜泊湘川逐客心，月明猿苦血沾襟。湘妃旧竹痕犹浅，从此因君

染更深。”元张昱《可闲老人集》卷二《题画雨竹》：“江上数声湘女瑟，烟中一曲竹枝歌；叶间有恨俱成

泪，只为曾承雨露多。”凡此种种，都共同塑造了湘君湘夫人为爱执着、哀怨悲伤的形象。

第二组是“湘灵鼓瑟”。场景源出屈原《楚辞·远游》中“使湘灵鼓瑟兮，令海若舞冯夷”［１］１７３。《尔

雅注疏》称：“瑟者，登歌所用之乐器也。”《世本》曰：“包牺氏作五十弦，黄帝使素女鼓瑟，哀不自胜。”看

来瑟这种乐器善于表达哀情，汉代以后的文学艺术家，为了把湘君湘夫人的哀怨悲情艺术化、具体化，从

屈原《九歌》名句中剥离出“瑟”这一乐器，并把它演化为渲染悲情的道具。如唐代魏璀《湘灵鼓瑟》诗：

“瑶瑟多哀怨，朱弦且莫听。扁舟三楚客，丛竹二妃灵。”杜甫《酬高蜀州》诗：“鼓瑟自今悲帝子”，元稹

《何满子歌》：“湘妃宝瑟水上来，秦女玉箫空外满”，王贞白《湘妃怨》：“至今闻鼓瑟，咽绝不胜愁”，清代

曹贞吉《虞美人雨过》“灵旗卷罢楚天高，湘妃鼓瑟和云趝，拥鲛绡”，这些诗歌纷纷用湘灵鼓瑟的意象来

刻画湘君湘夫人哀伤悲情的形象，而唐天宝间甚至用《湘灵鼓瑟》为诗题进行科举考试，《旧唐书》卷一

百六十八《钱徽传》载钱起以“曲终人未见，江上数峰青”而及第，由此可见湘君湘夫人哀怨悲伤形象的

深入人心。

第三组是“晓镜梳妆”。在唐人的文学意象中，“晓镜”往往用来描绘时间的匆忙与容颜的易老。晨

起对镜梳妆，白发丛生，遂悲从中来，因此“晓镜”成为传达哀情的意象。湘君湘夫人既死于沅湘之间，

葬于君山，面对洞庭湖水，正如一面平镜，照出无限愁思，所以唐人“晓镜”的典型意境，就很自然地转移

到对湘妃文学形象的建构之中。宋?《题水帘洞》：“鲛人夜织啼痕湿，湘女晨妆望眼迷”，明杨基《登岳

阳楼望君山》：“湘女梳头对明镜，镜里芙蓉夜不收”，《桃花》“深深翠竹映婵娟，湘女梳妆立晓烟”，清窦

遴
#

《题刘松年岳阳楼图》：“湘女梳头对明镜，水光山色入户牖。”这些晓镜梳妆的场景的选取，传神地

刻画了湘君湘夫人的美貌与伤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些诗中，诗人选择用湘女来代替湘君湘夫人，这

一则使得湘君湘夫人的形象走下神坛，与人间那些思妇的形象毫无二致，二则使得湘君湘夫人的个人形

象逐渐转移到湖湘之女的整体形象上，从而形成了民俗中“湘女多情”的说法。

总之，魏晋以降，湘君湘夫人已经走出宗经时代儒家圣母的形象定位，而呈现出幽怨悲伤、温柔似水

的形象。这一形象在唐诗宋词中定型为一个文化符号，成为文人士子们怀才不遇、士途不畅时的兴寄对

象。故黄宗羲《明文海》卷六引徐媛《续春思赋》说：“是以新光新气新景新愁，固千悲而一族，亦异感而

同忧。莫不寄微情于湘女，结幽恨于灵修。”［１２］５３

４　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变的文化意蕴
综上所述，湘君、湘夫人的形象从先秦开始经历了多次演变，每一次改变都与当时政治文化的变化

息息相关。二湘原是沅湘一带的民间传说，屈原的作品塑造了一位窈窕动人、哀怨悲伤、大胆泼辣的湘

夫人；秦汉时期，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景下，二湘的身份被确立为尧女舜妻，后来又在刘向笔

下被塑造成品德高尚的儒家圣母；魏晋以后，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二湘，淡化了其圣母的形象，

从而使二湘的形象向先秦时代的“哀怨悲伤、柔情万种”的方向复归，这一形象的复归正契合了封建时

代的文人怀才不遇、羁旅行役、美人迟暮的感伤。由此我们的确可以看出政治、文化对文学形象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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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刻影响。

具体说来，湘君湘夫人由沅湘一带具有丰富个性的地方神灵到尧女舜妻、儒家圣母的演变，还体现

了中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统领与兼容、地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。秦汉统一后，如何让被兼并的诸侯

国承认国家的统一，如何消弥诸侯国对本土文化的认同，如何建构一个共同的身分认同，是维护统一国

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文化问题。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文人设计出一个辅佐圣君的圣母形象，

将中原文化中的尧舜与楚国的湘君湘夫人联系起来，无疑加强了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。

问题是这个尧女舜妻为什么能为各诸侯国所接受呢？

原因之一是秦亡后，楚国文化存在着一定的普适性。楚亡后，天下曾谣传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

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，这说明诸侯国把反秦的希望寄托在楚国身上，后来反秦斗争中“张楚”国的建

立，正是顺应这种历史发展的大势。陈胜败亡后，项羽在反秦战争中确立霸主地位，自称“西楚霸王”，

这也证明楚国在反秦战争中的号召力与作用，说明楚文化为诸侯所认同。

原因之二是新建立的汉王朝与楚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刘邦所在地沛县即在今江苏，为楚文化所在

地。刘邦本人受楚文化所熏陶，他称帝后回到家乡曾作：“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

士兮守四方”，依然是乡音未改，楚歌楚语。所以，新建的汉王朝与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汉之代秦，

从制度上看是汉承秦制，而从文化上看则是楚文化取代秦文化。因此，以楚文化中的湘君湘夫人为尧女

舜妻，为天下圣母，是可以为各地诸侯所接受的。

此外，由于诗歌字数、平仄的限制，唐宋文人常常用“湘女”“湘灵”“湘妃”来概括湘君湘夫人，这种

有意或无意的说法逐渐塑造了“湘女”作为湖湘之女的整体形象，后世所谓“湘女多情”的说法，或许也

是渊源于此。由此看来，这一演变过程也是一个个别文化走向普适文化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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